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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偏好与社会规范：脱贫内生动力的
双重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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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中国脱贫攻坚进程推进，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愈益引发全社会的密切关注。
作为当前中国贫困治理的关键议题，“脱贫内生动力”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存在诸多理论对话的路

径。 从行为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相关贫困研究的分析思路切入，探讨脱贫内生动力与内生偏好及

社会规范相关理论的关联，分析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理论意涵。 “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既是贫困人口

有异于主流的内生偏好及其导致的偏差性行为结果，也是处于贫困亚文化情境中个体的行为选择。
基于内生偏好与贫困文化的双重视角，从而将内生动力问题的讨论扩展至制度、环境、文化等更广泛

的社会层面，将贫困视为行动特征与结构特征选择性亲和的产物。 同时，基于经验层面不同地区脱

贫攻坚进程中开展的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政策实践，揭示脱贫内生动力相关理论与经验实践的逻辑关

联。 基于价值理念纠偏、现代伦理规训的观念重塑，改变贫困人口面临的机会结构和利益结构，以及

基于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的社区重建等政策实践，实际上蕴含了内生偏好及社会规范视角下激发内

生动力的治理和干预路径。 “脱贫内生动力”作为极具本土特色的政策话语，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理

论意涵，是中国减贫理论国际化须重点关注的理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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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脱贫内生动力” ：贫困治理的关键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
而实现从整体上消除中国的绝对贫困现象，以及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当前，脱贫

攻坚取得了历史最好减贫成绩，也创造了世界减贫历史上的“中国速度” 。 而在脱贫攻坚的各

个阶段，“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成为各方始终关注的议题，从中央领导到基层扶贫干部，内生动

力屡被提及，成为脱贫攻坚战的关键词。 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不仅影响当前脱贫攻坚进程的顺

利推进，也埋下了未来脱贫人口返贫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和隐患。
由此，如何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成为当前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方面。 一方面，政府部门

将内生动力不足表述为贫困人口在道德、价值观以及行为方面的偏差，将贫困人口“等靠要”等

机会主义行为视为实现脱贫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因而将内生动力作为减贫干预的重要手段，“激

发内生动力” “扶贫扶志” “精神扶贫”等被提上政策议程，各地也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激发或培育

内生动力实践举措。 另一方面，学术界也将贫困人口思维、行为模式等纳入贫困及减贫干预研

究的范畴，提出减贫不仅是穷人生计模式、经济结构的改变，同样也涉及穷人主观态度、动机、意
愿以及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调整。 因而围绕贫困人口的动机、意愿、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
产生了大量有关扶贫内生动力、贫困人口主体性、精神贫困等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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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无论是激发内生动力的政策实践抑或学术议题，贫困人口主观层面的动机、意
愿、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无疑都受到实践部门及研究者的关注。 尽管二者在价值判断方

面存在差异，但无疑都指向了贫困治理的内生目标，即如何通过贫困人口动机、意愿、态度和行

为的转变来实现贫困治理的目标。 但同时，当前有关激发内生动力的口号式政策话语具有一定

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策宣传取向，而指向贫困人口主体性、能动性的内生动力研究又往往走向

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实践部门与研究领域缺乏有关内生动力的共识性认知和理论阐释，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对现实行动的理论指导。 实际上，从贫困研究的历史来看，内生动力概念具有丰

富的理论内涵，既指向个体自发的策略或选择，也呈现为客观环境压迫的结果；既被视为减贫干

预实现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贫困治理的目标之一。 因此，本文基于个体行为选择和社会规范

内化两种视角，分析贫困研究视域下内生动力的相关理论及实践模式，从而挖掘内生动力作为

“减贫话语实践”背后的理论意涵。

二、偏好与规范：理解内生动力的两种理论逻辑

作为一种政策话语，贫困治理实践中的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在地方政府以及扶贫干部的表

述中包含了多种现象：贫困农民在扶贫实践中存在“等靠要”等不劳而获的机会主义行为，“躺

在门前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 ；缺乏改变自身生计状况的动机、意愿和行动，不愿脱贫，不敢

脱贫；贫困地区存在与现代社会发展不兼容的贫困文化、精神贫困等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学

界所形成的分析范式形成了呼应，即认为内生动力是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积极因素，将缺乏内

生动力理解为贫困人口缺乏自力更生的脱贫动机，在主观意愿、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及行为模式

上未能达到甚至与主流社会规范相背离，以及在群体或区域意义上谈内生动力，从而将其理解

为一种固有的贫困文化，这种文化通过贫困人口习得并在代际间传递、形成和固化。
（一）偏差行为：作为个体内生偏好的内生动力

人类有关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从个体现象到社会问题的转变。 早期西方语境下的贫困概念

往往兼具经济与道德层面的双重含义，贫困被视为一种由于懒惰、不思进取而导致的个体现象。
这种基于个体归因的贫困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反贫困，特别是早期国家和社会的济贫方

法和策略，也成为有关脱贫内生动力讨论的重要切入点。
在贫困的个体归因视角下，穷人被描述为懒惰、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知俭省等形象，缺乏

野心、动机和荣誉感，是不值得救助的穷人。 约瑟夫·汤森德 ［１］（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指出，穷人对

于那些驱使上层人士奋斗的动机———自豪、荣誉和野心知之甚少，只有饥饿才能刺激、驱使穷人

去劳动。 穷人缺乏主流社会认可的发展动机及其进一步产生的偏差行为，是导致个体陷入贫困

的重要原因。 同时伴随贫困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个体的偏差行为不仅被视为重要的致贫原因，
也扩展至减贫项目干预失败的讨论，即减贫治理过程中贫困人口发展动机和愿景缺乏及其产生

的偏差行为，将不利于干预行动的实施，阻碍政府和社会组织反贫困目标的实现。
当前，有关脱贫内生动力的主流讨论往往将其表述为贫困主体缺乏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

自主性和积极性，从而将贫困农户发展意愿不足、学习积极性低、安于现状、争当贫困户等现象

视为贫困人口由于内生动力不足而产生的偏差行为。 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贫困人口同任何经

济主体一样，其行为首先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和制约。 且与一般农户相比，贫困人口生产能力

更弱、面临的风险更大，短视效应更明显 ［２］ 。 一旦“等靠要”等投机行为带来的短期效益更大或

可能遭遇的风险更低时，贫困人口则会做出当前状态下相应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在此意义

上，贫困人口出现“等靠要”等有异于主流价值追求的偏差性行为，实际上也是其作为经济主体

追求相应利益目标的选择或结果。 虽然个体偏好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制约，
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个体对不同价值、目标、手段进行的主观评价及行动选择，体现了对它们不

同程度的主观偏好。 有关脱贫内生动力的讨论在分析利益主体选择时，强调了主观动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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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等内生偏好在致贫、扶贫中的影响，实际上都纳入了内生偏好

的考量，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实质上是其有异于主流的内生偏好及其导致的偏差性行为

结果。 这与斯科特运用生存伦理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为选择具有一定相似，生活在生存线边缘

的东南亚农民，受制于气候变化及地主剥削，在面临生产选择时倾向于规避冒险而非争取成功

发财，从而产生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等对抗不平等的行为策略 ［３］ 。
内生偏好视角下的脱贫内生动力主要将其视为一种个体行为选择，因而对贫困人口的偏差

行为进行“纠偏”成为实践部门激发内生动力的主要策略。 事实上，改变或铲除贫困人口懒惰、
不思进取、浪费等恶习，并加以规训和约束，以矫正其偏差性的态度、行为与生活方式，促进产生

积极、勤劳等主流社会认可的价值、动机与行为，也是早期西方社会应对贫困问题的重要措施和

行动。 历史上，英国中世纪后期就形成了多种形式的铲除懒惰、规训懒汉的方法，包括法律惩

罚、强制工作、教育和培训等，即利用法律强制力威慑和打击懒惰的穷人，驱使其产生自力更生

的动机；强迫穷人工作，在提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也塑造穷人守纪、勤劳、诚实等美德；通过

公共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穷人获得相应的职业伦理与技艺 ［４］ 。 １９ 世纪以来，一些

民间组织亦产生了不同于国家以规训和约束为主的提升内生动力方式，主张通过教育、影响等

温和方式来增加“人格力量” ，以帮助穷人形成节俭和自立的习惯，激发其产生正向的积极行

为。 这些在总体上都指向了以改变内生偏好和偏差行为，培育和激发个体内生动力为导向的济

贫措施。 直至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福利国家遭遇危机，内生动力缺乏及其产生的偏差行为

仍然是穷人备受指责的重要方面。 西方福利国家强调国民个人责任成为福利改革的关键，并推

动减贫干预主体由国家转向个体、社会等更广泛的层面。
总的来看，以内生偏好为主要分析视角，行为经济学有关内生动力的讨论实际上仍然是一

种贫困的个体归因。 这也使得贫困人口个体层面的意愿、动机、态度、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模

式等成为反贫困干预的对象，推动减贫治理责任由国家、社会与个体共担。 反贫困不仅指向个

体或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包含个体意愿、动机、态度和行为选择的调整、引导与改变；反
贫困不仅仅是个人或政府的责任，也是二者责任与权利关系的平衡。

（二）贫困亚文化：社会规范视角下的内生动力

内生偏好视角下有关内生动力的讨论更多建立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贫困人口内生

动力不足理解为主体基于现实利益及动机、意愿等内生偏好所产生的偏差性行为选择。 这种观

点成为当前研究或探讨脱贫内生动力问题的主流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穷人懒惰、投机

形象的污名化和批判质疑。 然而，进一步分析贫困人口“等靠要”现象产生的机制和原因时，贫
困人口生活的特定文化环境、固有风俗传统和习惯乃至扶贫工作中简单给钱给物的帮扶方式

等，都可能是导致贫困人口偏差行为的原因。 内生动力并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内生偏好的选择或

判断，也被视为多种因素作用产生的后果，是一种情境、处遇塑造的结果或状态，从而形成了社

会规范视角下基于贫困亚文化的理解和思考。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学有关穷人及其家庭的微观研究已经提出从社区文化及其适应层

面理解和解释贫困现象。 如“贫穷文化”概念在解释穷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因应困境的独特生活

方式时，就包含了有关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讨论。 在这一理论看来，贫穷文化是穷人在一

个阶级分明、高度个体化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对所处边缘位置的调适与回应，“自有一些模式并对

其成员有特定的社会及心理结果” ［５］ 。 虽然后世许多研究中，贫穷文化一度产生了污名化色

彩，甚至被滥用、误用，指责穷人本身构成贫穷问题，但实际上，贫穷文化更多指向一种情境或选

择，作为穷人维持生活的精神理路和防御机制，具有相应的正面色彩，这也为理解穷人内生动力

不足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
贫穷文化概念提出以后，吸引了大批研究者对贫困人口的文化适应问题进行研究。 以

Ｇａｎｓ、Ｒｏｄｍａｎ、Ｒａｉｎｗａｔｅ 等人为代表，更多研究开始从社会规范、社会态度、穷人本身的文化资源

等方面探讨贫困问题。 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现象被视为其情境适应的结果或状态，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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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贫困亚文化的产物，即穷人囿于多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呈现出发展愿望和动机不足、
短视效应下的投机行为和心理等等。 如 Ｇａｎｓ［６］ 认为穷人认同富人或主流社会的世界观，渴望

达到主流文化设定的目标，但由于不能遵守主流社会规范或迫于不利因素难以实现主流社会的

期待目标，只能适应困境或发展出偏离主流的行为规范。 Ｒｏｄｍａｎ、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７］ 提出，穷人在实现

目标的资源有限与被剥夺的生活情境下，只好以曲解价值或发展替代价值及低阶级文化，忍受

较不完美的或偏离主流规范的行为。
总之，贫困人口缺乏内生动力及其产生的异常思维和行为模式，实际上也是其因应社会规

范、适应环境的结果，内生动力不足不仅源于个体主观的态度、意愿、价值观念、行为和思维模式

等内生性偏好，也是制度、文化等宏观社会规范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 可以说，社会规范视角下

有关内生动力的讨论实际上扩展了基于内生偏好的理论解释，贫困亚文化将内生动力问题置于

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层面，不仅为进一步理解内生动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也为如何培

育和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向。 认识到贫困人口面临的社会规范压力，从
而通过改变贫困人口面临的社区乃至社会层面的情境，扩大其参与主流社会的通道，以及促进

更加有利于贫困人口的资源配置结构等，帮助其产生和激发内生动力，从而摆脱贫困状态。
因此，从贫困研究理论出发，内生偏好及贫困亚文化成为理解内生动力的两种主要理论逻

辑。 前者将内生动力的讨论置于个体视角的解释和分析范畴，强调贫困的个体归因，认为贫困

及减贫取决于贫困人口的动机、态度、价值观念、思想意愿、思维和行为模式等，特别是贫困人口

缺乏成功动机以及行为偏差是导致其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因而在贫困的干预和治理上强调责

任内推，主张贫困人口通过内在变迁实现个体的脱贫发展 ［８］ ，这也是当前主流政策话语所指称

的贫困人口具有“等靠要” 、投机主义、不劳而获等偏差行为，强调通过内生动力的培育、驱动和

激发，从而纠正其偏差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贫困认知的精英主义视角。 后者则着重探

讨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形成原因和发生机制，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阐释。 特别是社会学、
人类学强调“文化持有者之内部眼界” ，提出内生动力不足不仅仅是一种致贫原因或贫困表征

的偏差行为，而强调从贫困人口所处的生活世界以及更加复杂的结构层面出发，主张贫困人口

所处境遇以及宏观社会的制度、环境等因素，共同形塑了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的实践样态，形
成了社会规范视角下的相应分析理论，将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匮乏或不足理解为贫困亚文化的产

物，是一种多重因素形塑的处境、境遇或策略选择，从而将内生动力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扩展到制

度、环境、文化等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三、观念重塑、行为激励与社区再造：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实践逻辑①

总的来看，上述有关内生动力的理解和讨论实际体现了贫困认知问题上个体行为与社会结

构视角的差异，即前者主要将内生动力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原因，从而提出通过激发和培育内

生动力实现减贫治理的目标，或从长远意义上将内生动力提升作为减贫治理的最终目标。 而后

者更多从内生动力匮乏的原因出发，将内生动力的讨论置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提出内生动力

不足实际上是由于多重主客观因素叠加产生的结果，关注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等形塑的社会规

范对个体的限制和影响，这些对于分析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以及如何增促和提升内生

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实来看，无论是将其作为一种致贫因素抑或是贫困的结果或表征，培
育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无疑都是减贫治理的重中之重。 中国推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过程中，一
直倡导和强调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断提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

力的重要意义及操作路径，如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强调扶贫扶智、转变观念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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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以及政府和社会“他扶”与贫困人口“自扶”有机统一。 “坚持尊重贫困地区群众主体地

位，把激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和主动性、创造性作为扶贫开发的内在活力”成为中国

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一条重要经验 ［９］ 。 事实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转换为扶贫工作过

程中常见的宣传口号，也产生了形式多样的治理实践，包括通过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形

式，改变贫困人口认知和行为能力，以及示范带动、文化影响、精神激励等软性方式影响规训贫

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主观态度、行为模式，以塑造积极、勤奋等适应主流发展目标的行为主体，从
而有益于扶贫目标的达成。

进入新时期脱贫攻坚阶段，习近平基于长期对扶贫工作的认识体悟，以及对中国农村贫困

问题的深入思考，在一系列有关扶贫的考察、会议、讲话中不断提出“激发内生动力” “调动贫困

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性”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等重要论断，构成其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的组成部分，也为贫困地区培育和激发内生动力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国务院扶

贫办、中央组织部等 １３ 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 ，就进一步加强扶贫扶

志工作，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提出明确具体要求和措施。 包括开展扶志教育、组织技能培训、
强化典型示范、改进帮扶工作方式、加强不良行为惩戒以及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基层党

组织政治功能等，以激发贫困群众立足自身实现脱贫的信心决心，形成有劳才有得、多劳多得的

正向激励，树立勤劳致富、脱贫光荣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凝聚打赢脱贫攻坚战强大精神力

量，切实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确保实现贫困群众持续稳定脱贫①。 基于此，各地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进程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激发内生动力实践举措，如通过宣传、引导、教育等方式重

塑贫困人口观念、态度，并施以奖励或惩罚，对贫困人口的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以社区为载体，
通过治理结构调整、文化供给、经济增权等方式进行社区层面的再造和重建。 从理论上看，这些

实际上与理论研究改变贫困亚文化、纠正偏差性行为的路径选择相一致，恰恰契合了基于社会

规范与内生偏好双重理论框架下培育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行动导向，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偏差

行为与贫困亚文化作为理解内生动力的双重意涵。
（一）观念重塑：“扶志”与“扶智”
作为一种基于个体内生偏好的偏差行为以及贫困亚文化的影响结果，治理脱贫内生动力不

足需要改变贫困人口自身的偏差行为，特别是改变其所处的贫困亚文化境遇。 由此，政策实践

往往强调通过扶志、扶智进行贫困人口主观动机、态度、意愿、价值观念等的重塑与改变。
激发贫困人口主体性、能动性，树立摆脱贫困的斗志和勇气，以及提升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

技能水平，从而重塑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和能力实现脱贫发展的信念观念，一直是中国贫困

治理的重要方面。 中国传统济贫实践中就包含“教养兼施”的基本理念，强调对贫困者实施生

活救助的同时，也注重伦理道德教化、技能培训与行为改造。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工作也注重将

贫困人口精神文明建设与技能培训作为政府主导的重要扶贫行动，开展实施了“万村书库”工

程、“农家书屋” “电视扶贫” “报刊下乡” “雨露计划”等一系列普惠性和专门性扶贫政策。
当前，针对脱贫攻坚进程中出现的“等靠要” 、懒散慢、怕忧惧等多重面向的脱贫内生动力不

足问题，扶志与扶智依然是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政策取向。 结合实践来看，贫困地区观念重塑

的路径既包括伦理规范的教化濡染，也包括知识技能的培训提升。 一方面倡导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感恩文化、志愿文化、奋进精神、革命精神等传统精神文化和现代发展理念，开展移风易俗、
主题教育等活动，打破部分贫困人口消极、守旧、安于天命的思想和精神桎梏，植入现代发展意

识和伦理精神，培育积极向上、自力更生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通过创新知识技能培训方式等，
提升贫困人口素质和能力，以增强贫困人口脱贫发展的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参与的可及性，使其

逐渐摆脱贫困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如海南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培训、贵州“新时代农民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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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山西阳曲“周末学堂”等，主要针对贫困人口施之以教、赋之以能，提升其现代伦理道德和

文化水平；山东弘扬孝善传统文化、四川安岳感恩奋进教育、山西弘扬“吕梁精神” 、湖北鹤峰开

展“最美”评选，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发挥典型带动效应，对贫困人口晓之以理、晓之

以义，促进贫困人口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进步，进而改变其偏差行为。
当前，强调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内生动力的主流实践形式，旨在提升贫困人口本

身的思想意识和能力素质，以解决贫困人口动机缺乏、能力不足而产生的不愿脱贫、不敢脱贫、
不能脱贫等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实际体现了通过教化伦理精神及现代技能，达到重塑观念，进而

防范或纠正贫困人口出现偏差性行为的理论逻辑。 但由于文化规约的稳定性以及个体选择行

动的主观性，试图通过伦理教化的扶志行动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贫困人口的行为选择，技能或就

业培训在提升贫困人口能力素质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也存在耦合机制的困境，其实效都有待

进一步的观察研究。
（二）行为激励：“动之以利”
内生动力在本质上是个体基于生存发展需求而产生的自发动力，因此，贫困治理过程中如

何改变贫困人口的需求结构，从而改变其目标偏好，纠正偏差行为，是实现脱贫发展的关键。
以往，中国实施开发式扶贫主要以区域瞄准为主，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劳动力转移培训等

构成扶贫工作的主要行动内容。 但由于政府主导性突出，扶贫项目往往具有“一刀切、大水漫

灌”等特征，贫困人口被裹挟在轰轰烈烈的扶贫项目运作中，参与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特别是进入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双轮驱动阶段以后，对部分贫困人口而言，参与政

府主导下的产业发展项目不仅面临能力、技术、自然和市场风险等障碍，同样也面临改变既有生

活模式的机会成本，因而对其而言，宁愿少拿兜底保障的钱，也不愿多赚发展生产的财。 如何让

贫困人口迈出这一步，既需要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同样也需

要创新原有的扶贫项目供给和参与模式，改变贫困人口的需求和目标结构来提升内生动力。
实践中，一些贫困地区通过创新扶贫项目激励机制，实施奖补结合、以奖代补等形式，从外

部激励层面改变贫困人口的偏好结构，激发其参与减贫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 如四川马边产

业发展过程中引入评比竞赛机制，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入脱贫攻坚，不仅实现了扶贫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也营造了良好的脱贫激励环境；四川安岳则创设贫困户内生动力基金，对产业发展

好、就业能力强、思想觉悟高的贫困户，给予一定的政策或物质奖励，变“雪中送炭”为“授人以

渔” ；陕西汉中略阳因地制宜推出产业奖补政策，科学设置奖励梯度，做到干多补多，干好奖好，
有效解决了大锅饭弊端，在产业扶贫中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

从行为经济学视角来看，贫困人口“等靠要”行为也是其有限理性的重要体现。 贫困人口的

行为决策不仅受环境约束，也面临自身的认知约束，在现实可观的利益面前往往产生投机、短视

化的选择，有限理性会导致决策和行为偏差。 这一视角有利于规避对贫困人口一刀切的道德批

判，也在行动取向上指出改善利益结构、选择情境对于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意义。 因此，一些贫

困地区结合扶贫项目开展的各项奖励激励以及形式多样的评比、评选活动，通过改变贫困人口

面临的机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来调整其行为选择，实现激发生产积极性以及脱贫内生动力的目

标，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收效。
（三）社区再造：组织支持与文化供给

主流贫困研究在阐释贫困文化对于生活在特定区域人口的影响时，也揭示了社区环境对于

贫困的塑造 ［１０］ 。 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既表现为贫困人口基于内生偏好导致的偏差行为，也表现

为贫困人口基于特定社会规范及文化情境下的策略或选择，同时这种客观处遇形塑的主观选择

亦有可能内化为一种主观意识和内生性偏好，使贫困人口丧失改变现状的愿望和动力。 因此，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仅要改变贫困人口本身存在的不愿脱贫、不敢脱贫等主观意识或行

为选择，还需要实施有利于改善贫困人口处境的支持性措施，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的亚

文化情境来调整改变其行为模式，逐步建立起“我要脱贫”的主动意识。 从实践来看，以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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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为主体的社区重建，是当前贫困地区激发内生动力的主要形式，包括以驻村帮扶工作队为主

体的社区治理以及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集体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向基层派驻“第一书记” 、驻村帮扶工作队，使其担当党建指导

员、政策宣传员、村情民意调查员、矛盾纠纷调解员、脱贫致富帮扶员等多重角色，助力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以及基层治理的有效推进。 实践中，驻村工作队也在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如福建建瓯从搭建服务平台入手，将党建扶贫与产业发展、能人带动、金融扶贫等有机

结合，在地区脱贫攻坚过程中产生了积极作用。 同时，着眼于贫困亚文化的改变与破除，结合激

发内生动力的“教化”实践，一些地区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社区发展支持的主要方面，如海南保

亭探索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跨越式发展路径，支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补齐内生动力不足的

短板；宁夏启动“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及文化扶贫工程，打通文化扶贫“最后一公

里” 。 此外，一些贫困地区还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政策

实践，从政治、文化、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改善社区环境，从而调整和改变贫困人口

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客观处遇和环境，为激发其脱贫内生动力，发挥脱贫主动性、能动性提供政

策支持。 但同扶贫扶志扶智行动的长期性一样，通过社区再造的政策实践亦需要长期和可持续

性的投入，以改变贫困人口面临的生活情境。

四、作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概念的“脱贫内生动力”

长期以来，加强扶贫扶志，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显著特征和重要

经验，也反映了贫困治理的一般规律和普遍价值诉求。 特别是在当前，激发内生动力成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因此，脱贫内生动力不失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与贫困研究概

念。 相较于单纯内生偏好的行为经济学或基于社会规范的贫困亚文化分析理路，脱贫内生动力

概念既避免了行为分析模型简化贫困发生的复杂情境，而欠缺现实干预路径的弊端，也修正了

贫困文化理论有关贫困文化与非贫困文化二元论的对立与局限。
本文尝试从行为经济学内生偏好及人类学、社会学有关贫困文化的分析范式切入，结合中

国脱贫攻坚进程中激发内生动力的实践举措，探讨了内生动力可能的理论内涵。 贫困是一个复

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伴随人类有关贫困认知的不断拓展与深化，贫困问题愈加呈现出

复杂多元面向。 一方面，贫困既是个体生活生产资源匮乏的表征，也是个体行为模式、价值观念

偏离主流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对贫困归因本身而言，无论是结构还是个体视角的解释，一定

程度上都存在“还原论”的弊端，即将贫困问题归于多重复杂因素，而往往难以形成现实性的有

效干预路径。 上述有关内生动力的理解和讨论，实际上体现了贫困认知问题上个体行为与社会

结构视角的差异，即前者主要将内生动力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原因，从而提出通过激发和培育

内生动力实现减贫治理的目标，或从长远意义上将内生动力提升作为减贫治理的最终目标。 而

后者更多从内生动力匮乏的原因出发，将内生动力的讨论置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提出内生动

力不足实际上是由于多重主客观因素叠加产生的结果，关注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等形塑的社会

规范等对个体的限制和影响。 这些对于分析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以及如何增促和提

升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个体偏好也会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制约，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形成社会建构的偏好。 这不仅为治理干预脱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提供了可能，也能够将

内生偏好与社会规范的分析视角统一起来。 因此，基于上述双重内涵来理解脱贫内生动力概

念，可以有效规避二元论的矛盾，将贫困视为行动特征与结构特征选择性亲和的产物。 内生动

力不足既是一种异于主流社会认可和发展现代化要求的偏差行为呈现，同时这种制造偏差的内

生偏好也可能源于社会规范与结构情境的制约影响，是个体处于贫困亚文化下的行为体现。
基于此，本文抛却基于贫困人口主体讨论其内生动力不足外显行为特征及其产生原因的一

般研究观点，将有关内生动力的讨论置于贫困及反贫困研究的历史脉络，梳理发现内生偏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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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亚文化作为理解内生动力的两种视角，从更具动态性和综合性的贫困分析框架入手，探讨

内生动力的理论意涵。 然而，由于政策话语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复杂面向，脱贫内生动力作为

学术概念以及理论话语仍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化和理论化。 同时，对于脱贫内生动力的讨论和分

析，在聚焦当前脱贫攻坚进程中激发内生动力的政策实践时，还应进一步挖掘其作为贫困治理

概念的理论空间，从而为拓展中国扶贫理论及其与国际减贫理论对话提供相应的分析基础。

参考文献：

［１］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Ｊ． Ａ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Ｌａｗｓ［Ｍ］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２］徐志明 ．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与扶贫政策绩效———基于江苏省 ３４２ 个贫困农户的实证分析［ Ｊ］ ．农业经

济，２０１３（１） ：６３－６５．
［３］詹姆斯 Ｃ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Ｍ］ ．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邓云清 ．济贫与规训：１６ 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布赖德威尔［ Ｊ］ ．史学月刊，２０１５（２） ：６６－７４．
［５］ Ｌｅｗｉｓ 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 Ｓｃａｎｃｈｅｚ：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 Ｍ ］ ． 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６４．
［６］Ｇａｎｓ Ｈ．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１９９５．
［７］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Ｌ， Ｙａｎｅｅｙ Ｗ． Ｔｈｅ Ｍｏｙｎｉｈ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Ｍ］ ． Ｃａｍｂｉｒ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８］周怡 ．社会情境理论：贫困现象的另一种解释［ Ｊ］ ． 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１０） ：５６－６２．
［９］黄承伟，刘欣 ．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Ｊ］ ．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 ：６３－６８．
［１０］威廉 朱利叶斯 威尔逊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Ｍ］ ．成伯清，鲍磊，张戌凡，译 ． 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责任编辑：李凌）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ｓ ａ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ａｓ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ａ ｗｉ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ｏｄｅ ｔｈａ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ｍ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ａｉ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０４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０ 卷


